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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主体参与能否减少稻农的农药过量施用?

秦诗乐,吕新业

(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摘　要　基于五省的调研数据,利用损害控制模型,对稻农的农药过量施用水平进行测

算,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考察市场主体参与对稻农农药施用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稻农

存在严重的过量施药行为.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条件下,稻农如果选择非专业外包防治,
将显著增加农药过量施用的概率;与“质量型”收购商交易,有助于抑制稻农的农药过量施用

行为;当前合作社对小农户吸纳较少,并不会对稻农的过量施药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因

此,应继续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并积极完善市场的服务功能,从而保障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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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是农业生产中的一种重要投入资料,在消灭害虫、袪除病菌、控制草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保障着农产品的产量,但也导致农业面源污染加剧、食品安全问题频出等.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

发展、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已由数量需求转向质量需

求,对农产品农药不超标、无残留的要求更高,那么究竟农产品是否被过量施用农药? 量化我国农产

品生产中农药的生产率,并探讨农药减施的可能路径,已成为当务之急.
关于农药的施用,它并不是单一主体的农户问题抑或是中间商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多方利益主体

的经济问题,这其中包括生产者农户、经销商、消费者甚至涉及监管职责的相关政府部门以及市场等

多方主体.对农药过量施用问题的解决,可以从政府监管视角出发,以强制手段促使相关主体改善经

营行为,也可以从经营主体视角出发,以市场激励或组织约束使经营主体自发注重农产品质量安全.
目前来看,政府监管对我国农户行为改善的作用似乎并不显著[１].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农药在农产

品生产中仍然占据着非常重要且不可替代的地位.若想最大限度控制农药过量施用的外部成本,或
许可从市场视角出发.市场主体参与农户施药行为这一视角可能更具有实践价值与经济可行性.那

么,市场主体的参与究竟能否成为农户减施农药用量的重要路径值得探究.

　　一、文献回顾

　　农药是农业生产投入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它通过有效抑制农作物病虫害来增加农产品的产

量.世界范围内每公顷农产品的产量,其１％的增加都伴随着１．８％的农药用量的增长[２].由于农药

施用量不断增长,其造成的食品安全问题与生态环境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有关农户施

药行为的研究主要围绕农户是否过量施用农药问题的测算及其模型矫正、农户施药行为的影响因素

等方面展开,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
第一,现有研究对于农户是否过量施药方面存在不一致的观点.大多数研究认为,农户的农药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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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量超过了合理用药量,存在过量行为[３Ｇ５],但也有研究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他们认为部分农户也存在

施药量不足或零使用现象[６Ｇ８].尽管大部分研究站在农户存在过量施用农药行为的立场,但这一结论

与农业生产者是理性人的假定不符,而且相关研究给出的解释并不全面.
第二,关于测算农药边际生产率模型的矫正.在农药边际生产率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采用柯

布Ｇ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简称“CＧD生产函数”)和损害控制生产函数等方法.早期关于边际生产率的

研究往往采用CＧD生产函数,来分析投入要素对农作物产出的影响.
在农业的持续发展、农民的有限理性选择、农药的品种和价格变化以及农作物的抗药性增强等背

景下,农业生产中农药的边际生产率不断变化,但许多研究并不能准确反映农药边际生产率的变化规

律.已有研究并未区分对待损害控制投入与生产性投入,这将导致对农药投入生产率的过高估计或

对其他投入生产率的低估,因此,Lichtenberg等提出损害控制模型(DamageControlModel)来估计

农药的边际生产率[９].Babcock等[１０]和Chambers等 [１１]通过对比CＧD生产函数与损害控制生产函

数估计的农药边际生产率,证实以往研究中CＧD生产函数可能高估农药生产率的结果,损害控制模

型更加合理.
第三,农户施药行为的影响因素众多,既包括自身禀赋因素,也包括外部环境因素.农户自身禀

赋因素包括:年龄、性别等个人特征因素[１２];对农药的专业认知和使用技能等认知因素[８,１３];种植年

限[１４]、口粮比例[１５Ｇ１６]等家庭特征因素.除了上述内部因素的影响,农户施药行为也受到外部环境因

素的影响,如市场的收益激励、市场主体约束等市场环境因素.
从市场收益激励来看,大多数研究都将农户行为与市场激励挂钩,视之为影响农户施药行为的重

要力量.一般而言,如果农户对作物产量更为依赖,他就更倾向于规避风险[１７],产量效应对农药使用

量有正向影响,认为不使用农药对产量影响较大的农户倾向于使用过量农药,市场激励对农户的农药

施用行为影响较大[１８].同时,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政策对农户过量施用农药、阅读标签说明以及遵

守间隔期均有显著的规范效果[１９].
从市场主体约束来看,在影响农户施药行为的众多市场主体中,大多数学者将目光聚焦于合作社

这一市场主体.在现代农业建设中,合作社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市场组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农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在合作社的管理和规范下,农业趋向于标准化生产,弥补了小农经济下农产

品质量管理的普遍缺失,有效提升了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２０],确保农户具有更规范的农产品质量控

制行为[２１].已有研究证实合作社和非合作社农民的农药使用存在差异[２２],加入合作社能够使家庭

农场农药减量施用概率提高４３．７％[２３],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农药的密集使用[１７].但也有研究认为,参
加合作社等市场因素对农户的农药用量甚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１].关于其他市场主体对农户施药行

为的研究较少.
综上可知,在农户施药行为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已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证据,这为本研究提供了

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借鉴经验.但国内外大部分的研究将目标聚焦到微观农户层面,少有研究从市场

主体参与这一视角进行探讨.即便农户是农药施用的主体,减施农药的重任也不能单单依赖农户本

身.从市场激励对农户施药行为的显著影响[１８]可以看出,市场或许是减施农药的可行路径之一.作

为市场组织的重要形式,合作社是规范农户用药行为的重要因素,而在水稻的生产过程中,包揽农户

打药工作的承包者、与农户交易农产品的收购商,这些市场主体都可能是影响农户农药投入量的关键

因素.如:农户将打药环节外包后,承包者对施药时机、施药设备的选择等;农户与收购商交易中,收
购商是否重视农产品的农药残留超标与否等,市场主体的上述行为都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户

的施药行为.然而,在当前的研究中,少有学者关注到这些市场主体(承包者、收购商)在农户整个生

产过程中的影响.因此,本文基于现有研究可能的缺失,立足于近期的调査数据,对稻农的农药边际

生产率重新估计,重点关注合作社、承包者、收购商等市场主体对农户的农药用量选择的影响,这是减

少农药施用量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也为从源头上控制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二、理论分析与实验设计

　　整体来看,对农户行为的研究一般归结为两类,一类主要是基于农户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假设,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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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经济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另一类主要是基于有限理性的假设,运用社会学方法进行研究.关于农药

过量施用与否的判定可从两方面展开:一是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当农药施用的边际收益低于边际成本

时,则为过量施用.二是技术意义上的过量,即用了比实际需求多的量,如未按照农药标签的规定用

量和操作规程来使用农药所致的过量、错过最佳用药时机所致的过量等.因此,本文将从两个角度对

农户的农药过量施用进行界定:在水稻种植中,农户每增加一单位农药投入所带来的边际收益低于边

际成本时的农药用量,则为农药过量施用;当农户的单次用药剂量超过农药标签的规定,也为农药过

量施用.

１．理论分析

农户在水稻的生产种植过程中,究竟是否存在过量施药行为? 用药过量或不足的程度如何? 对

于这一问题的判别,根本在于对农药边际生产率的测算.
(１)农药的边际生产率.假设所有农户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利润最大化

的目标利润函数为:

Π＝max
z
pyF X,Z( ) －∑

i
riXi－pzZ (１)

式(１)中,Π表示稻农的农业生产净收益,F(X,Z)为生产函数,表示水稻的总产量,py表示稻米

价格.Xi表示一系列生产性投入,ri表示Xi的价格;Z 表示农药投入,pz表示农药的价格.在完全竞

争的市场条件下,农药投入的最优一阶条件满足:

pyFz x,z( ) ＝pz (２)
式(２)中,Fz表示对z 的一阶导数,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pyFz x,z( ) 为农药的边际产品价值

(valueofthemarginalproduct,VMP),表示每增加使用一单位农药增加的收益.因此农药的边际生

产率则为每增加一单位农药投入量所增加的收入与农药价格的比值,即VMP/pz.只有VMP 等于

pz时,可获得最大利润,这意味着VMP/pz＝１表示用药达到最优;VMP/pz＜１表示用药过量,减少

农药施用才能提高利润;VMP/pz＞１表示用药不足,增加农药施用才能增加利润.
(２)损害控制生产函数.水稻的产出受生产性投入与损害控制投入两者的共同影响.在农业生

产活动中,农药投入与其他投入不同,它不能直接增加农作物的产量,而是作用于病虫害来减少由病

虫害所引起的农作物产量损失.然而,在CＧD生产函数中,并未区别对待农药投入,这将导致对农药

投入生产率的过高估计或者对其他投入生产率的低估[９].因此,使用标准的CＧD生产函数去估算农

药的边际生产率并不恰当,而将农药投入当作风险控制投入进行估算,则可克服 CＧD生产函数无法

准确拟合农药边际生产率的缺陷.

Lichtenberg等提出的损害控制生产函数具体表述为:Q＝F[X,G(Z)][９].Q 表示水稻产值,F
(X)表示CＧD生产函数,X 表示一系列生产性投入,如有机肥投入、化肥投入、种苗投入、劳动力投

入、灌溉投入、机械投入等.G(Z)表示损害控制函数,有四个函数分布形式,其概率密度函数能够迅

速收敛到０,介于０与１之间,因此决定了农药(Z)造成损害的程度和控制的有效性.本文选择

Weibull函数形式进行估计①,其表达形式如下:

G Z( ) ＝１－exp (－Zγ) (３)
在损害控制函数中,变量一般选择产值和投入要素成本,而非产量和要素投入量.同时,由于农

药的防治对象(如:病害、虫害、草害及生长调节等)和加工剂型的不同,农药的品类和规格繁多且具体

用药数值的单位不统一,导致在微观调研中难以对农药投入量进行精确计算,且农户对生产中投入的

农药成本更为敏感.因此,选择利用水稻产值和投入要素的成本对农药边际生产率进行估计.在此

基础上,建立损害控制模型的回归方程,如下:

lnQi＝α＋∑βilnXi＋lnG(Z)＋∑θjCj＋μ (４)

３６

① 在四种分布中,Pareto分布的模型隐含着产出弹性不变的条件,因此本研究不予采纳.在实证研究中,除Pareto分布外,其余三

种分布都曾被应用于实证分析中.但由于没有确切的理论依据表明选择哪种形式是最好的,可依据计算简便、易于理解、对数据

拟合度较好的原则,选择三种分布中的一种,而本研究中 Weibull分布对数据的拟合效果较好,予以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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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４)中,Qi为第i个稻农的种植收入,Cj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α、β和θ均是待估参数,μ 是误

差项.在模型中,因变量为稻农的种植收入,自变量主要包括农药投入(Z)、化肥投入、种苗投入、劳
动力投入、灌溉投入、机械投入和其他物质投入等.

将(４)式左右两边分别对Z 求偏导,得出农药边际生产率为:

∂Q
∂x＝γ􀅰 Q

－

G(Z)􀅰
∂G(Z)

∂Z
(５)

２．准实验设计

在确定农户是否存在过量施药行为之后,如果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户选择各市场主体

参与对其自身的施药行为会产生多大影响呢?
常用的研究方法包括三种:第一种是在回归模型中引入“是否有市场主体参与”这一虚拟变量来

估计市场主体参与对农户施药行为的影响.但农户对市场主体参与的选择决策并不是随机的,是农

户综合多方面因素而做出的决定,具有自选择性.这种自选择性会导致传统回归的估计结果产生偏

误.第二种是直接比较两类农户在施药行为上的差异,这种方法的缺陷在于忽略了在农业生产过程

中选择市场主体参与的农户与未选择市场主体参与的农户之间的异质性,即存在样本选择性偏差.
第三种是采用DID方法比较市场主体参与前后农户施药行为的差异,但这种方法并不可行.这是因

为生产过程有市场主体参与的农户在市场主体参与之前的施药行为特征是难以被准确地观察到的.
综上所述,本文将在反事实分析框架下,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来模拟自然实验的状态,从

而检验不同市场主体参与对稻农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倾向得分匹配法于１９８３年由 Rosenbaum 和

Rubin提出,他们将反事实框架下人们不能观测的结果界定为反事实结果.农户在生产过程中,特别

是在其施药行为中,他们对市场主体参与的选择并不是随机的,而是根据自身需求和禀赋条件所作出

的“自选择”结果,存在选择偏差.倾向得分匹配法的机理在于试图通过匹配再抽样使得观测数据尽

可能接近随机试验数据,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观测数据的偏差,是克服选择偏差进行实证估计的

有效方法.
倾向得分匹配法的研究思路:首先,利用Logit模型估计市场主体参与对稻农的农药施用量影响

的概率,将其作为倾向匹配得分即倾向值,再利用受访农户的农药施用量选择作为倾向得分匹配法的

输出结果,最后评价市场主体参与对稻农的农药施用量的减量效果.
(１)农户对市场主体的选择模型.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市场主体(合作社、承包者、收购商)在农户

整个生产过程中的影响,即当农户选择加入合作社后,合作社的农资购买、技术指导等行为;当农户选

择将打药环节外包后,承包者对施药时机、施药设备的选择等行为;当农户选择与收购商交易时,收购

商是否重视农产品的农药残留超标与否等行为,这三种行为能否对农户的农药施用量的判断与选择

产生影响.为考察市场主体参与对稻农的农药施用量的影响机制,本文将加入合作社、非专业外包防

治、与重视农产品的农药残留超标与否的收购商(以下简称“质量型”收购商)交易等３个变量加入模

型,３个变量均为二元离散选择变量,建立Logit模型如下:

Yj＝ln p
１－p
æ

è
ç

ö

ø
÷ ＝αij＋∑

n

i＝１
βijXij＋εij (６)

式(６)中,Yj(j＝１,２,３)表示市场主体参与,j＝１表示加入合作社;j＝２表示选择非专业外包防

治;j＝３表示与“质量型”收购商交易.P 为因变量为１的概率,a为常数项,βi(i＝１,２,３􀆺,n)为第i
个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Xi 为农户对市场主体选择与否的影响变量,n 为有效变量个数,εij为随机误

差项且服从正态分布.在给定禀赋特征Xi时,样本中市场主体参与对稻农的农药施用量的影响概率

就是PSM 得分.
(２)PSM 方法.将样本稻农分为处理组I和对照组J,定义虚拟变量M,Mi＝１表示市场主体参

与稻农的农药施用行为,作为处理组;Mi＝０表示市场主体未参与稻农的农药施用行为,作为对照

组.y１i和y０i分别表示有市场主体参与的稻农农药施用量与市场主体未参与情况下的稻农农药施用

量,其差值(y１i－y０i)即为市场主体参与的净效应.PSM 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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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选择协变量Xi,将影响市场主体参与稻农的农药施用行为与否的变量Mi与(y１i,y０i)的
变量尽可能包括进来.

第二步,估计倾向得分,一般使用Logit回归.稻农i的倾向得分为:在给定Xi的情况下,稻农i
进入处理组的条件概率:

p(y１i)＝p(Mi＝１|x＝xi) (７)
第三步,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协变量xi在匹配后,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应分布均匀,这一数据平

衡要通过检验协变量xi每个分量的标准化偏差来进行,表达式为:

S＝
|x－treat－x－control|

　 (s２
x,treat－s２

x,control)/２
(８)

式中,x－treat和x
－
control分别表示处理组稻农与对照组稻农协变量分量的均值,s２

x,treat与s２
x,control分别表

示处理组稻农与对照组稻农协变量分量的方差.
第四步,根据匹配样本计算平均处理效应.ATT 估计量的一般表达式为:

ATT
︿

＝
１
N１

∑
i:Mi＝１

(yi－y０i
︿ ) (９)

式中,N１表示处理组稻农的数量,∑
i:Mi＝１

表示对处理组稻农进行加总.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特征

　　本研究所采用数据来自作者２０１８年７－８月的实地调查,根据全国各省稻谷产量,选择产量最高

的水稻主产省为样本省份,主要包括湖北、湖南、江苏、江西和四川五省份,从而保证样本的代表性.
调研实发问卷７５０份,有效问卷７３１份,有效率为９７．４７％.

１．农药边际生产率的变量特征

稻农每亩的种植收入为１２３３．９７元,其中,每亩的农药投入为１０１．８２元.在农药边际生产率测

算中,除了化肥投入、种苗投入和劳动力投入等变量外,还引入一些额外控制变量,包括农户的兼业情

况、种植年限、技术指导以及收购商关注点等.同时纳入省份虚拟变量,从而控制样本所处不同省份

的政策、土壤等宏观因素,如表１所示.
表１　农药边际生产率测算的变量释义

变量 定义与赋值 均值 方差

产出变量

种植收入 连续变量;每亩水稻种植收入/(元/亩) １２３３．９７ ２９１．８８
投入变量

农药投入 连续变量;每亩农药成本/(元/亩) １０１．８２ ６２．３９
化肥投入 连续变量;每亩化肥成本/(元/亩) １４６．０１ ７３．３３
种苗投入 连续变量;每亩种苗成本/(元/亩) ７５．４６ ４７．２４
劳动力投入 连续变量;每亩劳动力成本/(元/亩) １１３．０４ １６０．８７
灌溉投入 连续变量;每亩灌溉成本/(元/亩) ２２．４３ ３１．０９
机械投入 连续变量;每亩机械成本/(元/亩) ２００．５５ １１９．５０
其他物质投入 连续变量;每亩其他物质成本/(元/亩) ３０．５１ １０５．１９
控制变量

兼业 是否兼业:是＝１;否＝０ ０．６６ ０．４８
种植年限 农户水稻的实际种植年限 ２５．８０ １５．４９
技术指导 是否受到用药技术指导:是＝１;否＝０ ０．５４ ０．５０
收购商的关注点 在收购过程中,收购商更关注稻米的什么特征:内在特征＝１;外部特征＝０ ０．２０ ０．４０

　　２．市场主体参与模型的变量特征

在市场主体参与对稻农农药过量施用的影响分析中,具体变量的特征如表２所示.关于“农药施

用过量”的界定,选择以农户每次的农药剂量是否超过农药标签的规定为判别标准,如果农户每次的

农药剂量都选择超过农药标签的规定来施用,则认为过量,用“１”表示,否则用“０”表示.当前,调研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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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中２３．２６％的稻农选择过量施用农药.
关于市场主体参与,选择加入合作社、非专业外包防治、与“质量型”收购商交易等３个变量综合

衡量.当前,调研区域中有２５．５８％的稻农加入了合作社,合作社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为农民提供生产技术指导和农资购买等服务,不仅可以增强农民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克服小

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更可以有效规范和约束农户行为.但据调研数据统计,样本区域加入合作

社的稻农多以大农户为主,小农户的比重较低.在大农户中有４４．８６％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而小农

户中入社比例不足２０％,说明合作社对小农户吸纳率较低,内部结构不平衡①.
“非专业外包防治”是指农户在水稻种植中,将全部或部分稻田的农药打药环节外包出去,外包的

对象是非专业的个体或私人,他们基本以同村或邻村的兼业村民为主,这个群体的组织化水平、植保

防治手段与合作社、植保站等专业化的统防统治存在很大的差距,在统防统治中属于非常初级的阶

段.数据显示,调研区域中有２２．４４％的稻农选择非专业外包进行防治,承包者主要以同村或邻村的

村民为主,防治水平较低.
与“质量型”收购商交易,主要指农户是否将自家生产的稻米,出售给重视稻米农残超标与否的收

购商.数据显示,农户在与收购商进行稻米交易中,１９．５６％的农户选择了重视稻米农残超标与否的

收购商,而８０．４４％的农户则选择更为重视稻米外观和形态的收购商,二者之间比重差别较大(表２).
另外,控制变量主要选择性别、受教育年限及其二次项、兼业、农残认知、种植年限及其二次项、口

粮比例、种植收入的依赖度以及安全用药的培训等变量.
表２　市场主体参与模型的变量释义

变量 定义与赋值 均值 方差

因变量

农药施用过量 虚拟变量;单次的农药使用剂量是否过量(超过农药标签的规定用量):是＝１;否＝０ ０．２３ ０．４２
核心变量

加入合作社 虚拟变量;农户加入合作社:是＝１,否＝０ ０．２６ ０．４４

非专业外包防治
虚拟变量;农户将全部或部分稻田的打药环节外包给非专业的承包者:外包＝１;非
外包＝０

０．２２ ０．４２

与“质量型”
收购商交易

虚拟变量;农户选择与重视稻米农残超标与否的收购商交易:交易＝１;不交易＝０ ０．４５ ０．５０

控制变量

性别 虚拟变量;男＝１;女＝０ ０．８２ ０．３９
受教育年限 连续变量;稻农的受教育年限 ８．１１ ３．１３
受教育年限二次项 连续变量;受教育年限的二次项 ７５．４８ ４９．５２
兼业 虚拟变量;农户是否兼业:是＝１;否＝０ ０．６６ ０．４８
农残认知 虚拟变量;农户是否了解农药残留;是＝１;否＝０ ０．７９ ０．４１
种植年限 连续变量;农户水稻的实际种植年限/年 ２５．８０ １５．４９
种植年限二次项 连续变量;种植年限的二次项 ９０５．２２ ８７１．９３
口粮比例 连续变量;农户家庭水稻产量用于口粮的比例/％ ０．３２ ０．３７
对种植收入的依赖度 连续变量;水稻种植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 ０．４４ ０．３８
安全用药培训 虚拟变量;农户参与安全用药培训:是＝１;否＝０ ０．４９ ０．５０

　　四、结果分析

　　１．农药边际生产率的测算

损害控制模型具有非线性的特征,本文选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NonＧlinearleastsquares,NLLS)
对农药的边际生产率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见表３.在模型一和模型二中,Weibull分布的γ 值分别在

１０％和１％的水平上显著且为负,说明当前的农药投入不仅不会提高稻农的种植收入,反而起负向作

用,稻农应适当减少当前的农药施用量.根据表３的估计结果,本文利用已构建的具体的损害控制生

６６

① 对大农户的界定为:年内实际投入水稻生产的耕地面积在５０亩及以上的农户,农户经营耕地包括农户承包耕地和流转耕地.种

植面积在５０亩以下为小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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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损害控制模型的回归估计结果

n＝７３１
模型一

系数
稳健标
准误

模型二

系数
稳健标
准误

γ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１
化肥投入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０
种苗投入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劳动力投入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灌溉投入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机械投入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２
其他物质
性投入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兼业 －０．０３６∗∗ ０．０１４
种植年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技术指导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６
收购商的
关注点 －０．０４６∗∗ ０．０１８

常数项 ７．４７６∗∗∗ ０．０６２ ７．５５１∗∗∗ ０．０６４
省份 控制 控制

调整R２ ０．４５５ ０．４７

　注:∗∗∗、∗∗ 和∗ 分别表示变量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

下显著,后表同.

产函数的方程,对农药投入Z 求一阶偏导,将 Weibull
分布的函数形式和相关投入要素等变量的均值代入,得
到的农药边际生产率(VMP/pz)为－０．２１４.这说明,
稻农每继续增加１元农药投入,收益将减少０．２元,这
一实证结果基本与调研区域农户介绍的情况一致,部分

农户曾提到“怎么打药都治不住”“打药量增加,产量却

不见增加,有的甚至越来越差”,这是因为农药的大剂量

和高频次投入,造成了病虫害抗性的增强.抗药性越

强,病虫害越多,农户的农药使用量就越多,形成了病虫

害与农药投入之间的恶性循环,因此,农户的农药投入

造成了的种植收益的减少,这与许多已有研究的结果是

一致的.

２．市场主体参与对稻农农药施用水平的影响

(１)Logit模型估计.本文运用Stata软件进行倾

向得分的Logit模型估计,因变量为“加入合作社”“非
专业外包防治”和“与‘质量型’收购商交易”等３个变

量.在农户的个人特征中,性别对农户加入合作社、与
“质量型”收购商交易的负向影响显著,女性加入合作社

的概率较高,也更倾向于与“质量型”收购商交易.农户

的文化程度越高越倾向于将农药防治过程外包,同时对农药残留更为了解的农户与“质量型”收购商

交易的可能性更高(表４).
在农户的家庭特征中,种植经验与“加入合作社”“非专业外包防治”和“与‘质量型’收购商交易”

的关系均呈现“U”型趋势.以加入合作社为例,在到达拐点之前,随着种植年限的增加,农户越不愿

意加入合作社,种植年限较少的新型农民,加入合作社的可能性更大,他们更愿意尝试和利用新型的

市场组织实现其种植利润.当种植年限达到３５年(农户种植经验与加入合作社的拐点,经计算所得)
以后,随着种植年限的增加,农户加入合作社的概率又逐渐增强,这可能是由于种植年限较大的农户

多为年老者,精力难以支撑种植生产的需要,对合作社这种市场组织更为依赖.农户对种植收入的依

赖度正向作用于“加入合作社”“非专业外包防治”,也就是说,农户家庭的水稻种植收入占总收入的比

例越大,农户加入合作社和将打药环节外包的概率越大.安全用药的培训正向作用于农户“加入合作

社”“非专业外包防治”“与‘质量型’收购商交易”等方面,接受安全用药培训指导的农户,他们更倾向

于加入合作社、“质量型”收购商交易,同时选择非专业外包防治的可能性也更高(表４).
表４　倾向得分的Logit模型估计结果 n＝７３１

加入合作社

系数 稳健标准误

非专业外包防治

系数 稳健标准误

与“质量型”收购商交易

系数 稳健标准误

性别 －０．４３８∗ －０．２４８ －０．３２０ －０．３２０ －０．６０４∗∗ －０．２５１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６５ －０．０９１ ０．２５４∗ －０．１４３ ０．０２７ －０．０８８

受教育年限二次项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兼业 ０．２０５ －０．２１８ ０．４１５ －０．２６６ －０．２４１ －０．２５２

农残认知 －０．３１３ －０．２２ －０．０４６ －０．２５８ ０．８９７∗∗∗ －０．３０４

种植年限 －０．０５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８９∗∗∗ －０．０２２ －０．０７０∗∗∗ －０．０２１

种植年限二次项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口粮比例 ０．３１３ －０．２８２ ０．３８７ －０．３２ １．１３２∗∗∗ －０．２９７

对种植收入依赖度 ０．８１８∗∗∗ －０．３１２ ２．７３１∗∗∗ －０．３７６ －０．１７９ －０．３９３

安全用药培训 ０．８６３∗∗∗ －０．１８７ ０．６２０∗∗∗ －０．２１８ ０．９６０∗∗∗ －０．２２６

常数项 －１．２６４∗∗ －０．６１４ －３．５８４∗∗∗ －０．８１１ －１．２７５∗ －０．６５３
调整R２ ０．０６５ ０．２３０ ０．１０５

P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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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平衡性检验.本文的匹配方法采用有放回抽样的最近邻匹配法,为保证倾向得分匹配结果的

可靠性,需对市场主体参与组与未参与组农户协变量的平衡性进行检验,即经过匹配后,协变量不应

该存在显著的系统性差异,具体结果如表５所示.匹配后,两组农户的绝大部分特征变量的标准化偏

差绝对值都降到了２０％以下,同时t检验结果表明,不能拒绝市场主体参与组与未参与组农户协变量

差异为零的原假设,即满足匹配后两组农户在每个特征变量上不具有系统性差别的要求.经过匹配

后,两组农户绝大部分特征变量的标准化偏差绝对值都有所减少,表明倾向得分匹配法确实能够降低

两组农户之间的差异.匹配前,两组农户大部分特征变量的差异在统计上显著异于零,表明确实存在

显著差异;而匹配后,两组农户的每个特征变量上的差异不再显著.可见,倾向得分匹配法能够有效

地降低处理组、控制组之间农户样本的组间异质性,样本匹配通过了平衡性检验,匹配效果较好.
同时,PSM 方法还需要满足共同支撑假设,即必须要求处理组和控制组的样本个体的倾向得分

值尽可能处于相同范围.匹配前,加入合作社组与未加入合作社组农户、非专业外包防治组农户与非

外包组农户、与“质量型”收购商交易组农户与非交易组农户的倾向得分值分布均存在明显差异,匹配

后,以上三类处理组农户和控制组农户的倾向得分曲线都几乎重叠,不存在显著差异,表明匹配效果

良好.
表５　倾向得分的平衡性检验结果

匹配前后
加入合作社

标准化偏差 t值

非专业外包防治

标准化偏差 t值

与“质量型”收购商交易

标准化偏差 t值

性别
前 －１．８ －０．２１ ２５．８ ２．７３∗∗∗ －２１．４ －２．４２∗∗

后 ０．３ ０．０３ －５．７ －０．６３ －６．７ －０．５３

受教育年限
前 ２０．７ ２．４３∗∗ ５８．５ ６．２７∗∗∗ －３．９ －０．４２
后 －１．４ －０．１４ －２．２ －０．２３ －４．５ －０．３９

受教育年限二次项
前 １９．９ ２．３７∗∗ ５２．８ ６．０１∗∗∗ －４．７ －０．５０
后 －２．７ －０．２５ －０．７ －０．０６ －３．５ －０．２９

兼业
前 －１１．３ －１．３４ －３８．３ －４．４３∗∗∗ －１０．３ －１．１２
后 －０．８ －０．０８ ２．５ ０．２１ １．７．０ ０．１５

农户农药残留认知
前 －３．３ －０．３９ １４．６ １．６ ３２．４ ３．２１∗∗∗

后 －５．５ －０．５４ －８．８ －０．８９ ４．６ ０．４４

种植年限
前 －３４．５ －４．０９∗∗∗ －７９．８ －８．８∗∗∗ －２４．４ －２．６８∗∗∗

后 ３．３ ０．３１ －３．９ －０．３７ ４．２ ０．３４

种植年限二次项
前 －２９．０ －３．４２∗∗∗ －７１．５ －７．４６∗∗∗ －１７．０ －１．８７∗

后 ２．７ ０．２６ －２．９ －０．３１ ４．９ ０．４２

口粮比例
前 －２．９ －０．３４ －３１．０ －３．３１∗∗∗ ４１．０ ４．５０∗∗∗

后 －２．７ －０．２７ １２．７ １．３５ －５．２ －０．４１

对种植收入依赖度
前 ３０．６ ３．６１∗∗∗ １０４．１ １１．０１∗∗∗ －７．２ －０．７８
后 ０．５ ０．０５ －５．１ －０．５ －８．２ －０．６８

安全用药培训
前 ４８．４ ５．６５∗∗∗ ５３．９ ５．９７∗∗∗ ４５．０ ４．７６∗∗∗

后 ２．２ ０．２２ ６．５ ０．６ －１．２ －０．１１

　　３．估计结果分析

本文通过最近邻匹配法,对市场主体参与组农户与未参与组农户的特征变量进行倾向得分匹配,
将两组农户对农药施用量选择差异的估计结果分析如下,见表６.

匹配前,加入合作社组与未加入合作社组农户过量用药的概率分别为０．２１４和０．２３９,差值为

０．０２５.匹配后,两组农户过量用药的概率差值为０．０２３,与匹配前的差异不显著,即加入合作社组农户

在农药过量施用的概率上,不显著低于未加入合作社组(表６).这说明,在考虑了农户选择性偏差

后,加入合作社对农户农药过量施用的抑制作用不明显.这可能是因为,第一,当前合作社的服务功

能更偏重于提供农资购买和农产品销售等,在农户施药行为方面的技术指导与约束效果不明显;第
二,现阶段,整个农户群体仍以小农户为主,但合作社的内部成员大部分以种植面积较大的农户为主,
对小农户吸纳率较低,内部结构不平衡.因此,加入合作社对农户整体在农药过量施用上的约束作用

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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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非专业外包防治组与非外包组,无论在匹配前还是匹配后,二者在农户农药过量施用与否的

选择上均存在显著差异.从变量的系数大小和显著程度可知,在样本匹配前后,非专业外包防治对农

户农药过量施用与否的影响显著.匹配前,外包组农户的农药过量施用概率比非外包组农户高

０．１１７,且在１％水平上显著.匹配后,非专业外包防治的平均处理效应为０．１７０,在１％水平上显著.
这说明在考虑农户选择偏差后,非专业外包防治对农户农药过量施用的正向影响显著,当农户选择将

非专业外包防治,农药过量施用的概率就会增加５．３％.可见,在排除不同类别的组间协变量差异性

之后,非专业外包防治会增加农户农药过量施用的概率(表６),这是因为当前调研区域的农户选择将

打药环节外包给私人或者个体承包者,而非统防统治的专业病虫害防治组织,农户家庭的施药频次与

私人、个体承包者的利益直接挂钩,而当前相关部门对非专业外包防治这一市场环节的监管较少.
关于与“质量型”收购商交易,匹配前,交易组农户与非交易组农户农药过量施用的概率分别为

０．１２６和０．２５９,前者概率比后者低０．１３３,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与“质量型”收购商交易,将
大大降低农户的农药过量施用概率.匹配后,与“质量型”收购商交易的平均处理效应为０．１４３.这说

明忽视选择性偏差,会造成农户与“质量型”收购商交易,对是否过量施用农药的影响效果估计产生偏

差.可见,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修正样本选择偏误是十分必要的.如果不消除组间协变量差异所产

生的估计偏误,实证结果将低估与“质量型”收购商交易对农户农药用量选择的作用(表６).
为验证上述结果的准确性,同时采用了有放回抽样的半径匹配法与核匹配法,对处理组农户和控

制组农户的特征变量进行匹配.表６显示,采用半径匹配法与核匹配法估算市场主体参与对农户农

药过量施用的影响效果,与采用最近邻匹配法得出的结果基本一致,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６　倾向得分匹配法的估计结果

匹配方法 匹配前后 处理组 对照组 ATT T 值

加入合作社

— 前 ０．２１４ ０．２３９ －０．０２５ －０．７０
最近邻匹配 后 ０．２１４ ０．２３７ －０．０２３ －０．５６
半径匹配 后 ０．２１２ ０．２４１ －０．０３０ －０．７６
核匹配 后 ０．２１４ ０．２３１ －０．０１８ －０．４７

非专业外包防治

— 前 ０．３２３ ０．２０６ ０．１１７ ３．１４∗∗∗

最近邻匹配 后 ０．３２３ ０．１５３ ０．１７０ ３．２６∗∗∗

半径匹配 后 ０．３３３ ０．１７８ ０．１５６ ２．９８∗∗∗

核匹配 后 ０．３２３ ０．１７９ ０．１４４ ２．９６∗∗∗

与“质量型”收购商交易

— 前 ０．１２６ ０．２５９ －０．１３３ －３．３９∗∗∗

最近邻匹配 后 ０．１２６ ０．２６９ －０．１４３ －３．１９∗∗∗

半径匹配 后 ０．１２９ ０．２６０ －０．１３２ －２．９６∗∗∗

核匹配 后 ０．１２６ ０．２４２ －０．１１６ －２．８７∗∗∗

　　五、结论与启示

　　在资源环境约束趋紧、食品安全问题严峻的背景下,如何走出农业安全、高效生产的现代化发展

之路,已成为重要的现实问题.本文通过湖北、湖南、江苏、江西和四川五省的抽样调查数据,利用损

害控制模型对稻农的农药过量施用水平进行测算,发现稻农存在严重的过量施药行为.基于此,采用

倾向得分匹配考察市场主体参与对稻农农药施用水平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质量型”收购商

对农户施药行为的约束作用明显.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条件下,与“质量型”收购商交易,将有助于

抑制稻农的农药过量施用行为.收购商对稻米的无公害、绿色、有机等特性越重视,稻农对稻米的农

药残留等质量问题就越关注,也就越倾向于采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农药施用量.第二,合作社对农户施

药行为的作用微弱.当前合作社对小农户吸纳有限,内部社员主要以大农户为主,结构不平衡,并不

能对以小农户为主的农户群体的施药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约束作用有限.第三,非专业外包防治对

农户施药行为有较强的负外部性.非专业外包防治与专业的统防统治在植保先进性、科学性、规范性

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对稻农施药行为的负向影响显著,这是当前市场体系发展中的短板,是限制市场

环境整体作用水平的直接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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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应加强对市场的监管,特别是对打药环节承包主体中私人、个体的管理,确保其植保方式和

技术行为的安全、专业与规范.同时,加强合作社等市场组织对小农户的吸纳能力,充分利用市场组

织的内部质量评价、生产决策控制以及系列奖惩机制,规范农户行为,缩小农户在农药知识与农药使

用之间的差距,实现从认知提升到行为规范的跨越,根本上保障安全的农药使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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